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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所處理的問題是人類基因科技與犯罪偵防技術間的關係。所稱「人類基

因科技」只限於發現特定基因作用的遺傳學研究所得；而「犯罪偵防」是採最廣

義的定義，意指「犯罪原因的發現、矯治與行為人的特定」技術。然由於目前不

論是基因的特定或對該基因的控制技術等，都尚未成熟，所以本文不將利用基因

科技開發犯罪矯治技術的議題置入射程範圍內。故本文所處理的學科限縮到遺傳

學、犯罪生物學以及刑事司法鑑定學三者之上。其中基於當前是否已有實際運用

價值的觀點，在基因科技方面，選定MAO的特定以及DNA鑑定技術為論述對象。 

不論是自然科學研究所得的絕對因果，抑或社會人文學科終極理性的發揮，

終究之一種權威式的論述，而這一類論述事實上是反於其理性啟蒙的。為展現上

述之荒謬，本文首先透過一個命題的解析，表達出典範移轉的契機。該命題即為

「只要有人類存在，就會有犯罪，某些人一定會犯罪，而只要是人類，則其一定

有特定的基因組」；此命題透露出一個極具魅力的結論；我們不但可以透過基因

的特定，找到特定的行為人，甚至可以在其行為之前，推測其行為傾向。甚或進

一步地，如果我們可以控制基因，則當然可控制行為人或其行為傾向，進而消瀰

犯罪行為。換言之，人類由以前的放任於天擇，轉變為自己創造自己所認為的「適

者」的概念，而決定何謂「適者」即為社會人文學科的定義行動，此亦為問題之

發生所在。由社會人文學科利用語言能力的定義行動，決定了自然科學研究成果

的(社會)意義。 

表面上自然科學研究創設了「基因→行為人→行為」這類因果關係，分別在

基因、行為人及行為的節點上或許有其一定的權威地位，但卻無法對於節點的定

向移動上(亦即箭頭上)發揮決定性的影響力。這類因果關聯本身即是近代以後發

展自然科學的基礎典範(即確定的線性因果關係)的產物，這種狀況應該是導因於

基因科技沒有留意到自然科學最近所發展出來的新典範。此新典範不僅將上開因

果關聯打散，而形成三個互相重疊的獨立領域，更說明了各個獨立領域中的非決

定性規則。此新典範即是「無輸出亦無輸入的獨立運作單位－複雜系統」。 

雖然不論是犯罪生物學中的基因研究或DNA的科學鑑定，外型上都具有充分

的自然科學特徵，但其卻都必須經過社會人文學科，特別是法律學的處理才會發

揮一定的機能。而法律學這個極具規範偶然性的學問，以往總會利用抽象的超越

的價值規範(如純粹理性或做為其表象的正義等概念)，做為所有具體規範的統一

精神皈依，然於今日該些價值規範遭到各方的質疑，法律學只得另引自然科學技

術，將之改寫後，做為掩飾自己偶然性的確定證據。而在法律領域中被改寫的自

然科學壓抑了另一種解釋可能性「得取代確定的線性因果關係的，不確定的、非

連續的非線性現存在」。因此具有一定生物特徵的人之所以會被視為犯罪人或特

定的犯罪行為人，其決定因素不是自然科學而是社會人文學科的力量。 

本文對於遺傳學簡史的介紹欲指出一個事實，此即基因科技的發展速度及影

響層面的廣泛確實超出了人類過去的經驗，於急遽變化的現階段，也難怪大多數

的人都會求救於傳統的典範以尋求暫時的秩序感。 

近代犯罪學始祖C Lombroso於1876年發表生來犯罪人學說，深受達爾文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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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，其後學界更進而發展出犯罪生物學。在孟德爾法則確定了遺傳統計學的學術

地位後，犯罪學家利用統計學手法，將「犯罪行為－特殊的生理或精神上特徵－

遺傳」連結起來，以表明犯罪性是會遺傳的命運，他們利用統計學方法尋出犯罪

人所共通的、經遺傳統計學證明會遺傳的生物特徵，並將之恣意界定為犯罪表

徵。然自從生理遺傳學在五○年代奠定基因組的研究基礎後，使犯罪生物學家亦

傾向於：社會行為模式也會「直接」遺傳。此時期犯罪學研究曾有XYY染色體與

犯罪傾向，後轉為研究MAO，雖研究聲明MAO只是表明攻擊性行為與遺傳基因間

的關聯性，並非代表其間有因果關係存在，但卻更加確定地表示比起其他社會環

境因素，MAO的異常是一個更為直接的原因。 

對於化約論的犯罪生物學的質疑中，曾有批評犯罪定義不明確、針對「單一

基因與形態資質間的線性因果關係」而發，及「中立的科學與其政治性的運用」

等。縱前兩個批評已過時，但政經社環境中的宿命論，將會使得決定論的科學研

究化為宿命論的政治實踐。 

近代犯罪學至少在機能上是與古代的惡靈論相同，都是給與選擇「應負責任

者」的恣意過程合理化基礎。社會學為這種現象提出了一個解釋，即為排除與差

異的機制，也就是我們最原始的處罰欲望的表彰。八○年代繁榮時代的結束，衍

生了其後重視個人犯罪素質的犯罪生物學的復活，但同樣是重視個人犯罪機制的

犯罪心理學卻沒有興盛的狀況，一個合理的推斷是「宿命論色彩的輕重與否應該

是理論發展與否的重要決定因素」。而法律給與了DNA鑑定技術無限的實驗機會

及信賴。 

社會學第三世代的系統論縮減幾近混沌現實的複雜性，而分化出生物系統、

社會系統與心理系統三種。犯罪概念只有在社會系統才能產生，而生物系統針對

這種社會系統所產生的環境刺激，開始活動，並產出問題基因這個系統元素。但

事實上有關生物系統的研究本身，其實並不是生物系統內部的運作，而是一種社

會系統。更正確而言其是一種處理「意義」的系統，而該意義是以生物系統的運

作為研究對象而產生的。故生物學或遺傳學是一種與法律學並列的次級社會系

統，其間的關係是極為複雜與偶然。 

DNA問題對於人類知識而言，等於是一種混沌，而如今我們利用科學力量硬

將深度混沌的部分切割開來，再設定一個可預測的人工秩序。相同地，法律也是

複雜性減縮的工作，利用其規範力量，將作為深度混沌的社會事實，形塑成可預

測的規範世界。故就本質言，DNA研究是一種創造，法律也是一種反社會現實的

規範創造，因此二者皆讚揚理性是當然的發展。然而若法律只是一昧主張理性，

則最後將無法適度煞住極度發展人類生存慾望的生物科技。因此法律系統現在該

發揮的調控機能不是理性的再精密化，而是認清現在的環境次激，建構「定義、

發揚，同時也在一定範圍內監控生存慾望」的新綱要。而法律人該做的，不是理

性的啟蒙，而是直視生存的慾望。 

 


